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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与明清戏曲的传播

苗 菁

摘 要：无论是明清“四大声腔”的发展历史，还是京剧的形成历史，都表明：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

沿岸及其临近地区的众多城市是当时各种剧种声腔的吸纳、聚集之地，京杭大运河水道是当时各种剧

种声腔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京杭大运河之所以具有如此功能，是因为其沿岸众多城市与市镇是当时中

国最重要的商贸中心与繁华之地，各地商人，尤其是徽、晋商人向这些城市集中，家庭戏班大量出现。

此外，明清皇帝多次沿运河南巡，也是重要的原因。而这种吸纳、聚集与传播的功效在于：繁荣了京杭

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的戏曲活动；促成了某些地域特征鲜明的戏曲声腔华丽转身；促进了某些具有

浓郁地域性特征的新剧种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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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

了其他交通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这

种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还反映在

政治及文化上。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戏曲的

繁荣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临近地区的城市

与市镇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主要的吸

纳与聚集之地；京杭大运河水道是中国戏曲各

种剧种声腔最重要的传播通道。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这里有对中国戏曲发展最重要的需求

者、欣赏者、研磨者及供养者。这种现象，对

明清中国戏曲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不可低估

的影响。

一、明清“四大声腔”传播及京剧的

形成与京杭大运河

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即当

某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戏曲声腔，并经过无

数艺人不断演出与改进获得成功后，一般都要

试图走出本地。当然，走出本地并非易事，它

需要有一定机缘，但无论如何，这一新的戏曲

声腔是必须要走出去的。否则，它只能在一个

相对狭小的区域内传播，或沦为一个地方剧

种，或成为一部分人在农闲时各种休闲场合下

的消遣方式。因此，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如果能

走出本地，就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

会，甚至可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剧种声

腔，这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已经被无数事例证

明了。但这种新的戏曲声腔走出自己的产生

地时，将向何处去呢？在中国戏曲史上，这也

是有规律的。过去戏曲界流传着这样两句话：

“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即商贸发达、

运输繁忙的道路（无论陆路还是水路）周边地

区是最能聚集观众，也是最有经济条件与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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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欣赏戏曲的地方，当然也是进行戏曲演出

的最佳去处。而京杭大运河沿岸在明清时期

恰恰是最具备这种特征的地方。因此，各地声

腔在这一时期因各种机缘，都向京杭大运河沿

岸城市与市镇靠拢与聚集，同时，又借助大运

河进行南北的交流与传播。

明代的四大声腔，无一例外，其聚集、传

播，并由此引起的发展变化及繁荣都曾和京杭

大运河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譬如海盐腔。元末兴起后，它首先以运河

岸边的嘉兴为中心，在附近区域传播。明嘉靖

时，开始走出这个区域，沿京杭大运河一线向

外传播。向西，到了湖州；向北，它沿运河到了

苏州［1］246。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海盐腔开始溯

京杭大运河北上，先到扬州，接着又继续向北

传播，至少在明嘉靖后期，就已传到了北方运

河城市今山东临清。写成于这段时间，反映临

清地区生活的小说《金瓶梅》多次提到“海盐

子弟搬演戏文”之事。所谓“海盐子弟”，自然

指的是演唱海盐腔的艺人。在书中，除了两个

太监对“海盐子弟”的演出不感兴趣外，其他

人都十分欣赏，这说明，此时海盐腔已经在临

清这样一个北方城市扎下了根。值得注意的

是，书中又提到，那些唱海盐腔的艺人都是苏

州人。这又说明，传到临清的海盐腔很有可能

是从苏州地区溯运河而上来到山东的。此外，

海盐腔沿运河还传到了北京，并进一步在整个

北方地区流传。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成书

的《丹铅总录》中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

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十百年，北曲亦失

传矣。”［2］可见嘉靖时期，海盐腔作为南曲的代

表，已在整个中国北方盛行起来。

又如余姚腔。关于它的传播路径及流传

区域，文献记载相对较少，只在徐渭《南词叙

录》中有一条记载：“今唱家……称余姚腔者，

出于会稽（今绍兴），常（州）、润（润州，今镇

江）、池（池州）、太（太平，今当涂）、扬（州）、徐

（州）用之。”［1］242《南词叙录》成书于嘉靖三十

八年（1559 年），这条记载说明：明嘉靖后期余

姚腔的传播，实际上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

一条是从太平（今当涂）到池州一线，沿长江

向西传播；一条是从常州，到润州（今镇江），

继而过长江，到扬州，再到徐州一线，沿京杭

大运河一线向北传播。可见，京杭大运河一线

及沿岸城市曾是余姚腔聚集与传播的一条重

要路径。

再如弋阳腔。它于元末明初兴起于江西

东北部的弋阳。此地向来是闽、浙、赣、皖四

地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江右

（江西）商帮的重要来源地。江右商帮外出的

一条重要路途是从江西湖口顺长江东去，然后

转入京杭大运河，或北上北京，或南下江南。

弋阳腔向外传播，这是最重要的路径。《笔梦

叙》载：明万历时，虞邑（今常熟）人钱岱，在致

仕归家途中，路过扬州，应扬州税监之请，“往

监税署观女乐”。钱岱听后，“姑口誉焉，以其

为弋阳腔，心勿悦也”。因不喜欢弋阳腔，虽

然嘴上赞誉了几句，但心里很不高兴。到了虞

邑（常熟）家中，其父龙桥，“命四女子侑酒，曲

皆弋阳调”［3］402。从扬州到常熟，钱岱所接触

到的戏曲声腔，都是弋阳腔。这说明，弋阳腔

曾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众多城市盛行。主要描

写明万历到天启年间（1573～1627 年）魏忠贤

发迹故事的《梼杌闲评》，在提到弋阳腔时说：

“（昆腔）蛮声呔气，甚么好，到是新来的弋腔

甚好。”［4］175 这表明，明万历年间，弋阳腔已传

入北京，并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因传入不久，

所以人们还说它是新的。随后，北京上层社会

中，人们开始喜欢起弋阳腔来。沈德符《万历

野获编》记载：“京师……至若京官自政事之

外，惟有拜客赴席为日课……若套子宴会但凭

小唱，云请面即面，请酒即酒，请汤即汤，弋阳

戏数折之后，各拱揖别去。”［5］652可见当时京城

官员的宴会应酬中，弋阳腔已必不可少。

再如昆山腔。它于元末明初兴起于昆山，

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 年），在苏州一

带大盛，并开始向外传播。向北，它传播到无

锡、常州、镇江等运河沿岸城市，以及常熟、宜

兴、太仓、吴江、松江、上海等靠近运河的城

市；向南，它传播到嘉兴、湖州、杭州等运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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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城市。万历中期后，它越过长江，进入到运

河沿岸最重要的城市——扬州。其后，扬州出

现了大量以演唱昆山腔为主的戏馆，它们集中

在城内一条街上，于是扬州有了一条专门街道

——“苏唱街”［6］117。与此同时，昆山腔继续沿

京杭大运河北上，传到北京。袁中道《游居柿

录》中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及四十四

年（1616 年），他在北京曾三次观看过昆山腔演

出［7］71~121。此时在北京上层社会中，昆山腔已

受到欢迎。一直到明末，昆山腔在北京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喜爱。《梼杌闲评》提到北京城中

单是一个“椿树胡同”就集中了“五十班苏浙

腔”，后又说北京城内的职业昆腔班有“数十

班”［4］77~80。可见当时北京城中昆山腔职业戏

班数量之多。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中记

载，崇祯五年（1632 年）四月至十二月短短 8 个

月仕宦生活余暇时，他所观昆山腔剧目就达

30 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城昆山腔

演出的盛况［8］。

清代重要的戏曲活动，同样和京杭大运河

有密切关系。清前期也有所谓“四大声腔”，

即“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南昆”“北弋”是

指昆山腔与弋阳腔。

所谓“东柳”，是在山东形成的一种戏曲声

腔，即柳子戏。它形成于明末清初，并很快向

外传播开来。借着京杭大运河这条水道，柳子

戏向南传播到苏州。清乾隆五十年（1785 年）

刊印的《燕兰小谱》“郑三官”条下有一首附

诗：“吴下传来补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庭

槐何与风流种，动是人间王大娘。”［9］123“吴下”

指苏州，“柳枝腔”指“柳子戏”，“补破缸”指演出

剧目，王大娘指剧中人物。这说明柳子戏曾传

到苏州。向北传播到山东临清，在这里，它与当

地方言与曲调结合，遗留下最重要的分支“清

平吹腔”（又称“吹腔”或“临清吹腔”）［10］107~111。

随后，沿运河北上，进入北京，并兴盛一时。

嘉庆初年小铁笛道人的《日下看花记》自序中

说：“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

琴、柳（即柳子戏）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

歌咏升平，伶工荟萃，奠盛于京华。”［11］55 从这

条记载可知，传到北京后的“柳子戏”，曾在嘉

庆之前，与昆、梆、弋腔等剧种同时称盛。

所谓“西梆”，是明中期兴起于秦陇（陕

西、甘肃）一带的戏曲声腔，人们称之为“梆子

腔”或“秦腔”。明清之际，“梆子腔”走出秦

陇，到了山西、河南、山东西部及运河沿岸地

区，后抵达北京。至少在清康熙年间，“梆子

腔”就已在京城占住了脚。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年），“梆子腔”名旦魏长生进入北京，

致力于声腔革新，“梆子腔”更加兴盛。乾隆

五十年，清廷下令禁演“梆子腔（秦腔）”。为

了生计，魏长生被迫离京沿京杭大运河南下，

到扬州演出。扬州缙绅对他“演戏一出，赠以

千金”［6］126，谢榕生在《扬州画舫录》序中说：

“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6］3 魏长生的到

来，使扬州城的戏曲演出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后，魏长生又沿京杭大运河继续南下，到了

苏州。在苏州，魏长生又掀波澜，“乱弹部靡

然效之，而昆班子弟，亦有背师而学者，以至

渐染骨髓［12］175”。于是，统治者不得不再次明

文规定，苏州、扬州两地禁演秦腔［13］1000。魏

长生沿京杭大运河南下，不仅使沿运河一线

的城市中兴起了演唱秦腔的热浪，而且还使

昆曲在当地剧坛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

清后期，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京剧的

兴起。说到京剧，不能不提到徽班进京。徽班

是以演唱“二黄腔”（或称“二簧腔”）为主的戏

班，兴起于安徽南部。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

后，和很多地域性剧种声腔一样，徽班也走出

了安徽南部，走出之后的一个重要去处便是扬

州。《扬州画舫录》提到，“安庆有以二簧调来

者”，又说“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6］125。

在扬州，徽班的演唱很快就以特色独具、技艺

高超胜过其他剧种声腔，也自然引起上层社会

的注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乾隆帝八

十大寿，朝廷命浙江盐务承办皇会。闽浙总督

伍拉纳便派遣在扬州影响较大的徽班“三庆

班”从京杭大运河顺河而上，进京为皇帝贺

寿。关于此事，伍拉纳之子曾记载说：“至五

十五年，举行万寿，浙江盐务承办皇会。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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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带三庆班入京。”［14］859进京后，三庆班很快

便以阵容强大、演技出色赢得北京观众的普遍

赞誉。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 年）的《消寒

新咏》说三庆班是“今之人又称若部为京都第

一”［15］134。此后，又有众多徽班沿京杭大运河

进入北京。于是，徽班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二

黄腔成为京城最盛的声腔，并逐渐演变成今天

人们所熟知的京剧。当徽班在北京唱出名气

之后，为了保持艺术水准，其后的艺人也主要

来自扬州、苏州两地。因此，徽班往往会到这

两地收买伶童，并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北

京。关于此事，《燕京杂记》中有记载：“优童

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

教歌舞以媚人者。”［16］128后因太平天国战事，京

杭大运河运输中断，才被迫不再在苏州、扬州

两地收买，转而到北方挑选伶童［17］591。

二、京杭大运河成为明清戏曲

传播通道的原因

京杭大运河之所以能够成为各种剧种声

腔传播的重要通道，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

因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为当时中国交通最发达、

商业活动最活跃、人口也相对集中的地区，对

戏曲的需求最大、最强烈。除此之外，还有以

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明清时期，各地商人纷纷向京杭大

运河沿线及沿岸城市与市镇集中，这对各地剧

种声腔向其聚集、传播具有促进、带动作用。

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与市镇，是当时各地商人

的集中之地，除本地商人外，大部分地方被外

来商人所占据。这些外来商人，首推徽商与晋

商（山陕商人）。这两个商帮实力最为雄厚，

向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

推山右”［18］2776的说法。明清时期，整个江南地

区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扬州，更是

徽商高度聚集的地方。据《新修江都县志》

载：“扬州……而以徽人之来最早，考其时地当

在明中叶。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19］扬州

为两淮盐业的经营中心，也成为徽州盐商最集

中的地方。北京更是聚集了大量徽商，明隆庆

年间（1567～1572 年），“歙人辐辏都下，以千

万计”［20］。明万历时编纂的《歙志》中说徽商

涉足的城市：“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

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

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21］除徽

商外，数量较多的还有山陕商人。明代胡世宁

的《边备十事疏》说：“今山陕富民多为中监，

徙居淮、扬。”［22］清代徐继畲在《潞盐当议致王

雁汀中垂》中也说山西富户“其买卖在三江两

湖者十居八九”［23］31。可见，到扬州经商，已成

为山陕商人的首选。

与来自其他地域的商帮相比，山陕商人

尤其喜欢在经商之地建立会馆。从现存遗迹

看，山陕会馆，大多分布在京杭大运河沿岸，

这是山陕商人在这些地方生活、经商的最好

证明。聊城山陕会馆中有一座戏楼，其后台

的南、东、北三壁留有从清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到民国初年的墨迹上百条，是艺人

们在后台休息之时随意涂画所留。从墨迹可

知，这个戏楼演出的声腔主要是梆子腔，演唱

的戏班既有来自本地的，也有来自泽州、太原

等山西境内的［24］。其时，梆子腔出现分化，

地方戏曲纷纷产生，京剧也已兴起，但山陕商

人仍固守着听、演家乡戏的习惯。如此，京杭

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便成了山陕艺人或戏

班的优先选择。无论是明代的弋阳腔，还是

清代的梆子腔、二黄腔，之所以纷纷来到京杭

大运河沿岸的城市与市镇，和腔调所属地的

商人在这里大量聚集、定居、发展有直接关

系。

其次，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

市镇是达官贵人、豪商大贾最集中的地方，他

们凭借财力蓄养家庭戏班，并借此听曲赏戏，

或钻研戏曲技艺。凡有一定政治势力、经济实

力与戏曲爱好的人都可能会蓄养家班，京杭大

运河沿线的城市与市镇，是当时家班最为兴盛

的地方。根据杨慧玲的研究统计［25］145，这一时

期共有 173 人蓄养家班（其中有 8 处是以家族

为单位，故家班的实际数量要多于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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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这 173 人中，明代有 96 人，清代有 77
人。明代 96 人中，以籍贯与居住地论，属于运

河沿岸城市的，计杭州 2 人，嘉兴 8 人，苏州 12
人，无锡 7 人，常熟 5 人，湖州 1 人，常州 2 人，

镇江 1 人，扬州 4 人，淮安 1 人，临清 1 人，吴桥

1 人，北京 3 人，共 48 人。临近运河的城市，计

绍兴 3 人，海宁 2 人，兰溪 1 人，南京 7 人，上海

5 人，太仓 5 人，南通 2 人，泰州 4 人，共 29 人。

明代蓄养家班者达到 77 人，其他地区只有 19
人（包括无记载者 3 人）。清代 77 人中，以籍

贯及居住地论，属于运河沿岸城市的，计杭州

3 人，嘉兴 1 人，苏州 4 人，无锡 3 人，常熟 2 人，

常州 4 人，镇江 2 人，扬州 15 人，淮安 3 人，德

州 1 人，沧州 1 人，北京 4 人，共 43 人。临近运

河的城市，计海宁 2 人，泰州 5 人，南通 4 人，太

仓 2 人，共 13 人。清代蓄养家班者达到 56 人，

其他地区只有 21 人（包括无记载者 5 人）。从

这个统计中可以知道，明清时家班主要集中在

京杭大运河沿线及其附近城市与市镇中。清

代雍正、乾隆年间，朝廷一再明文禁止官员蓄

养优伶，但不仅像毕沅等高官蓄有家班，就连

苏州织造府的计吏刘春池也曾蓄有家班，可

见，蓄养家班已蔚然成风。

最后，明清时期皇帝沿京杭大运河的几次

南巡，对戏曲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的

聚集与传播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中明武

宗南巡一次，清康熙帝南巡六次，乾隆帝南巡

六次，这几次南巡，都和戏曲发生过关联。

明武宗的南巡，虽然被看作是荒淫之举，

但的确对明代京杭大运河一线的戏曲发展产

生了一定影响。首先，他的南巡，不仅使各种

戏曲向运河沿岸及附近城市聚集，而且对运河

沿岸城市戏曲创作有过影响。如武宗到南京

后，曾“迎春于南京，备诸剧戏如宣府”［26］1234。

北返时，又途经镇江杨一清家，观戏吟曲。其

时，剧作家沈龄为杨府门客，立撰《四喜记》。

杨一清家班“随撰随习，一夕而成”［27］。其次，

他的南巡，还促成了南北戏曲的交流与传播。

北返时，他曾将南京教坊大批乐工带到北京。

这些人到北京后，接触、学习了北方戏曲，后

来返回南方，将这些北方戏曲也带到南方，并

传授给南方艺人们。如乐工顿仁曾随武宗入

京，后回南方，“尽传北方遗音，独步东南”［28］3。

康熙帝六次南巡，虽号称节俭，不愿让各

级官吏过度招待，却十分喜欢观戏。据《圣祖

五幸江南恭录》记载，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一

进扬州境内，几乎天天有戏相伴。据统计，从

扬州，到苏州、常州、杭州，再折返回到苏州、

镇江、扬州、淮安，60 天内，康熙帝观戏达 28 场

之多，这段时间最常见的日程安排就是“进宴

演戏”。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康熙帝的南

巡为各种地方戏曲汇集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

提供了一次重要契机。

乾隆帝的六次南巡，同样是各种地方戏

曲向运河沿岸城市聚集与靠拢的又一重大契

机。相比于康熙帝，乾隆帝对戏曲更加嗜

好。从现有文献可知，乾隆帝南巡，只要一出

北京，沿途各地迎接都会有戏曲相伴。在乾

隆帝的圣谕中多次提到此事：“朕省方所至，

戏台、彩棚、龙舟、灯舫，俱可不必。”［29］1501“此

次巡跸所经山东、直隶两省，每日俱有戏台承

应，甚或间以排当，殊属无谓。”［29］2597 这些圣

谕中，乾隆帝虽都反对演戏，但也反映了一个

事实，即每次南巡，沿途各地都有戏曲相伴，

甚至每天都会有戏曲演出。到了扬州，戏曲

的展演便进入高潮。盐务官员和盐商们投其

所好，绞尽脑汁，各逞其能。如用“戏船”导引

迎接；在数十里长的运河两岸，搭起戏台，奏

乐演戏［6］19。这就必须准备数量多、特点显著

的各种剧种声腔，也必须动用大量的艺人。

因此，乾隆帝的南巡，同样带动了戏曲的南北

交流。优伶入京供奉，无疑会提高宫廷内的

演戏水平。乾隆帝初次南巡回京，就带回了

艺人随驾入宫。《南府之沿革》云：“高宗初次

巡幸江南，因喜‘昆曲’，回銮日，即带回江南

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使隶入‘南府’。谓之

‘新小班’。”［30］又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载：

“盖设立之初，原悉用内臣等充演之人，自南

巡以还，因善苏优之技，遂命苏州织造挑选该

籍伶工，进京承差。”［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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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杭大运河对明清戏曲

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一线及沿岸城市吸

纳、聚集与传播各地戏曲声腔，对中国戏曲影

响甚巨。

首先，繁荣了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

的戏曲活动。明清时期，中国戏曲最精彩的活

动，主要集中在运河一线的沿岸城市与市镇。

其中，北京、扬州、苏州是重要的三个中心。

而这和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对戏曲的吸纳、聚

集及传播作用是分不开的。在这些城市中，操

着南腔北调、身怀绝技的艺人数量惊人。如清

初时的苏州，戏班十分繁多。焦循《剧说》引

《菊庄新话》云：“时郡城之优部以千计，最著

者惟寒香、凝碧、妙观、雅存诸部。”［32］128 所说

“千计”，当然是极言之词，不是实数，但充分

说明了数量之多。又如扬州，就曾聚集了各种

声腔，如昆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

腔等。各种声腔在城市中荟萃，争奇斗艳。而

这些声腔聚集时，还不断有新的声腔涌入这些

城市，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当一种声腔

受到欢迎了，其他声腔的艺人就会去学习、模

仿，悄然将对方的声腔融入自己的声腔中，增

加对听众的吸引力。有时，他们不仅仅是在比

声腔，也在比“场面”（戏曲里所用各种伴奏乐

器的总称）是否齐全，“行头”是否齐整等等。

这就不仅仅是艺人表演的问题，还涉及到音乐

与服饰。此外，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

也是剧作家出现最多的地方，也只有在这里，

他们的作品才能得到艺术实践。

其次，促成了某些地域特征鲜明的声腔华

丽转身。明清时期各自的所谓“四大声腔”，

以及后来的“二黄腔”，从本源上说，都是一种

地域性声腔。它们刚进入到以北京、扬州、苏

州为代表的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时，还基本上

属于乡土戏。当它们走进城市，在和其他戏曲

的对比中，不断吸收与融合；在和其他戏曲的

竞争中，通过对自身的不断打磨与提高，最终

实现华丽转身，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甚至于独

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剧种。

以京剧为例，一般认为，在徽班进京之前，

当时“花部”里所演的剧目，并非正经大戏，直

到徽班入京，北京才有了唱做念打四者俱全的

乱弹大戏。就声腔而言，徽班有其自身的优

势。但是这种优势是其到了扬州后才逐渐形

成的。如果以演唱“二黄腔”为主的徽班仍然

待在安徽南部山区，无论如何是不能成为一个

大剧种的。它来到了京杭大运河岸边最重要

的城市——扬州，在这里，经过不断的艺术实

践，也经过不断地向其他戏曲声腔学习，它具

备了“大戏”的特质，重做工、讲表情，逐步形

成了优美的声腔和丰富的演出剧目，行当齐

全，并以武打见长。正因为在扬州时，徽班已

将演出技艺锤炼得如此精当，所以，当它到了

北京城，才能够很快技压群芳，脱颖而出。

最后，促进了京杭大河沿岸城市及附近地

区某些具有浓郁地域性特征的新剧种诞生。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列有《中国戏

曲剧种表》［33］588~605，据此表截止到 1981 年的统

计，全国共有戏曲剧种 317 种。这些戏曲剧种

以清末之前出现的剧种为多，也有不少是民国

或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新剧种。剔除这些新

剧种，单就产生于京杭大运河沿线或附近地区

的剧种而言，以笔者统计，共有 34 种，能占到

1981 年所统计的全国戏曲剧种数量的十分之

一。从北到南，京杭大运河一线的沿岸城市及

附近地区，大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这些

剧种，从产生来说，一般都是外来剧种声腔的

本地化。如流行于今天河北与山东交界处的

“乱弹”，又称“河北乱弹”，它是明末清初之

时，“梆子腔”传到山东、河北运河沿岸及附近

地区（今天河北的临西、威县、清河、馆陶，山

东的临清、夏津、冠县、聊城）的结果。随着时

代的发展，传到这个地区的“梆子腔”又不断

吸收其他外来戏曲声腔，如昆腔，扬州调（即

扬州乱弹）、高腔、罗罗、唢呐二簧和杂曲小

调，逐渐形成了既有“梆子腔”的基本声腔调

式，又有“诸腔杂陈”演唱特点的新剧种“乱

京杭大运河与明清戏曲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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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此外，主要流行于今天大名、聊城、菏泽、

济宁等地的大弦子戏，是柳子戏、罗子戏本土

化的结果。流行于今天淮安、连云港、宿迁、

盐城、徐州等地的淮海戏，则源于“梆子腔”，

并融会徽剧、京剧和柳琴戏后，在清道光年间

形成新剧种。这些地方戏，从它产生的源头来

看，都和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外来声腔剧

种在本地区的传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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